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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时期,贵州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之孕育以及教育的发展,诗歌领域取得了辉煌

的成就。诗学理论也应运而生。考究《黔诗纪略》所收录的诗歌及序和跋,其中点缀着许多见

解精辟的诗学理论,如,“诗道情正”、“诗道情真”,以及关于贵州诗歌风格与贵州地理环境

之间关系的诗论,等等。这些诗学理论为中国传统的诗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也在诗学理论的

补充、丰富和发展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关键词]诗学;诗缘情;情正;情真;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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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黔中诗学理论研究概述 

明清以来,地处边省地域的贵州诗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仅《黔诗纪略》就收录了明代贵

州的 241 位诗人的 2406 首诗作。到了清代,诗歌佳作可谓汗牛充栋,如,郑珍撰写的《巢经巢诗

钞》就收录诗歌 900 余首;莫友芝撰写的《亭遗诗》八卷、《亭诗抄》六卷共收录诗歌 1000 余

首,此外,还有大量民间诗人的优秀诗作。诗歌园地也人才辈出,出现了孙应鳌、周渔璜、陈夔

龙、郑知同等备受世人推崇的杰出诗人。这些贵州籍地方诗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诗人群,他们

因特定的文化背景、地理环境的影响,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人格素养,对诗歌创作具有独特的体会

和感受。他们新颖的诗学理论或散见于诗人诗作的序、跋中,或散见于诗人的作品中,内容丰富

、观点新颖独特,具有很高的文学理论价值。由此,挖掘并收集边省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士人对诗

歌创作的独特感受及创作经验,不仅可以丰富和完善中国的诗学理论,为中国文学理论提供新

鲜的血液,还有助于后代的诗歌写作及诗歌评论理论水准的提高,从而更好地进行诗歌创作与

诗歌评论,甚至能为推进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材料补充和理论支撑。 

然而,贵州地处边省,交通不便,致使中原人士几乎不知贵州文化。如,清代孔尚任《<敝帚

集>序》云:“予尝作《官梅堂诗序》,论十五国人才多寡之数,以十分为率,于吴越得其五,齐鲁

燕赵中州得其三,秦晋巴蜀得其一,闽楚粤滇再得其一,而黔阳则全无。”[1]但在《黔诗纪略》

、《黔诗纪略后编》、《巢经巢诗钞》等大量黔中诗歌文献的搜集整理之后,中原及省外所谓

“黔中无诗”的偏见逐渐得到改观。如,梁启超在《巢经巢诗钞跋》云:“时流咸称子尹诗能自

辟门户,有清作者举莫能及,以余观之,立格选辞有独到处。”[2]4 胡先亦云:“郑珍卓然大家,

为有清一代冠冕,纵观历代诗人,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远驾乎其上者。”[3]114 贵州主

要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各少数民族常住人口中,数量在全国排前 5 位的依次为:苗族、布依族、

土家族、侗族和彝族,这 5 个民族就占少数民族人口总量的 82.09%。由于各民族存在独特而不

同的风俗习惯、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致使贵州诗歌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但与此同时,也汇

集了古今许多优秀诗学理论资料,为拓展学科视野,促进学术研究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参考

价值。 

 

二、诗道性情论 

中国传统的诗歌理论中就有“言志”、“缘情”之分。《尚书·尧典》提出的“诗言志”,

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4]这里的“志”,即指经过一定伦理道德规范过滤后形成

的思想情感,属于理性范畴,即“发乎情,止乎礼义”。钟嵘在此基础上提出诗“吟咏情性”一

说,他不仅强调诗人对情感的抒发,且进一步提出诗人情感的激发与产生依赖于客观外物的感

召。他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

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5]四时推移,景物转换,这些外物都会触发诗人的情感

。这些诗学理论在中国诗学史上产生了长久的影响。明清的黔籍诗人在独特的历史、自然条件

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新颖而独到诗歌创作理论。 



首先,诗道情正。诗歌不仅要传达诗人的情感,而且要阐述这种情感在内容上的要求,即“

情正”。而明代的孙应鳌在《禁语》、《海叟集》中则明确指出,要以道与学为诗之本,他云:“

不知道不可以言诗,不知学不可以言诗,斯孔门诗教也。”他之所以把道与学作为写诗之根本,

乃因“道”与“学”为“志之指微矣,是性情之枢管也。有其志后可以言诗。志端则性情得矣,

性情得则声音谐矣。皆自然之所属,不可强也”。[6]23 孙应鳌认为,诗人必须首先加强道德修

养、提升文学修养,这样,诗人被激发的情感也就必然符合礼义之规范,叙写的文辞就能惟妙惟

肖地传达诗人的情感。故此,其自称“以余暗于学,无泽于道,乃不返其本质,顾力强于诗以求似

,谬矣。”“忘形宇宙,收春肺腑,兴至景值,性触情流,吟咏成声,无斧凿痕。即造化可与通,庶

物可与偕,学术治理可与该”。只有诗人的道德与学养修炼到一定高度,情感流露自然正,情感

的表达也就自然。这也即是孔子所说:“仁义之人,其言蔼如。”傅龙光曾将诗厘为三品:其“

得性情之正而合于古人言志之旨者,上品也”;其“或执一偏之性,纵一往之情,而不觉乖于性

情之正者”,因其“犹有性情者存”,故居中品;“或摹仿声调,襞积故实,则为古人所役。或趋

赴俗尚,谀悦人情,则为今人所役。或雕刻木石,搜讨虫鱼,则并万物所役”,性情全无,徒具形式

,故居最下品。(傅龙光《<吟我诗集>序》)张美也说:“诗以达情,性情得其正,形诸歌咏,自 

为天地之元音”。其所云之“正”,就是指诗人“谆谆以民事、国家为念,尽力边疆、尽心王事

”的思想。(张美《<西凉集>序》)其次,诗歌的生命力在于流露诗人真实的情感。越其杰在《

改诗》、《苦吟》二首中写道,诗歌创作乃“直以明吾志,非徒解世颐”,“境真情自会,意到笔

相随”,主张“独抒性灵”,反对“呕心”、“镌刻”的雕镂之文,认为“呕心常见少,信手或增

奇”。傅玉书在《<潘氏八世诗集>序》亦曰:“境地遭遇既各不同,使诗必从同,则其人之真反

不可见,无贵乎诗矣?然处必有所以处,出必有所以出。此固当不同而同者,于此不同,更无贵乎

诗矣。”其所强调的是,境遇尽管不同,但情感必须是真实的,真实情感是诗歌的生命。 

第三、诗人表述情感的方式要自然。诗人有了真实的感受,必须以恰当的形式、准确的语

言进行表达。陶廷杰《<水云山人诗草>序》云:“诗以道性情,不在词藻,恐失真性情耳。”即

华丽的词藻有碍于真性情之传达。诗歌创作不在于词藻的华丽,而在于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

黔籍诗人傅玉书在《跋<唐汉芝诗>》一文中,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他对于诗歌情感的表述方式的

精辟见解,对诗歌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他说,“工部称太白以清新,或疑其知太白

者浅,非也。盖疑之者自浅之也?言清新耳,彼以孤孑为清,雕镂为新,是又不徒浅也,二者固相悖

而不可合矣。夫富人贵家,绮罗珠翠。日更月易,适见其陈陈而已。若藐姑射之神人,不事工颦

妍笑,而人之见之,固不厌也。然则不求新而自新者,岂不以其清哉!故犹是景也,自我言之,而非

人人所能言;且犹是言也,自我出之,而仍非人人所已言。此其故有在景与言之外者矣。”他认

为,诗歌创作要“不事工颦妍笑”,强调诗人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并高度评价唐汉芝诗歌所具

有的自然的特点。“吾友唐汉芝诗,色泽风容,不为孤孑,而其气自清;和易圆转,不烦雕镂,而其

境自新。盖其性真,风骨有存于诗之先者,斯可以言清新矣。”[7]黔籍诗人关于“诗道情正”

、“诗道情真”是诗学理论的真知灼见,对于诗歌创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三、诗歌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自《诗经》始,中国诗歌走过了一条漫长曲折的发展道路。从四言诗至五言诗、七言诗,

从古体诗到近体诗,再到新诗等,诗歌发展道路上的每一次跨越都凝聚着前人的成果。如,屈原

的《楚辞》就吸收了《诗经》中的“比兴”等多种艺术手法;而鲍照的诗歌具有对《楚辞》艺

术成就的继承与发展的明显特点;唐代诗歌的辉煌成就则是齐梁“永明体”孕育的结果。黔籍

诗人傅玉书对中国古代诗歌的“源”与“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古代诗歌均源于《

诗经》,“古诗与唐体裁各异,且各有盛衰偏全之分,而要必源于《三百》,归于《三百》,则其

义一也。”[6]33 同时,就各个历史时期的诗歌发展的“源”与“流”进行了具体的考辨。他

说:“古诗正始于苏、李,盛于建安、晋、宋,衰于梁、陈。方其盛也,班、张、曹、刘、阮、郭

、颜、谢,各有所长,而得其全者靖节也。唐诗正始于陈伯玉,盛于开、宝之际,及中、晚而渐衰

。然就其盛时,曲江、太白、王、韦、高、岑、东川、道州之徒,亦与中、晚诸家各擅其胜,而

得其全者少陵也。”[7]傅汝怀进一步探究了诗歌源于《诗经》的依据。他说:“诗首《诗三百

篇》,本乎性情,至圣以‘思无邪’蔽之”。所以,《诗三百篇》“本乎性情”,且得性情之正,

故为古今诗学之正源。(傅汝怀《<潘氏八世诗集>序》)梁彬对《诗三百篇》何以成为诗歌之源

也有具体阐述。他在《<云台山人诗选>序》)云:“作诗不准诸《诗三百篇》,譬犹高墉百尺,

失其基址;洪波万顷,涸其本源;要皆浮衍不根之词而已耳。况《诗三百篇》之删,不尽为颂祷而

设,其美恶讽刺,皆的性情之正。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此诗人之本旨也。”《诗经》之

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诗歌的起源,乃在于《诗经》准确地抒发了古代诗人“真”而“正”确的情

感,且其写作语言、修辞等艺术技巧至今为后代诗人的圭臬。 



 

四、地域环境与黔中诗学 

刘师培说:“五方地气的寒暑燥湿之不齐,故民群之习尚悉随其风土为转移。”[8]所以,

地域的差异造成了各地诗人风俗、性情的明显不同。而诗人的风格、性情的不同直接导致诗歌

具有明显的个体性、地域性特征。傅玉书曾提出,“‘境地遭遇’之差异而导致‘言怀述事’

之迥异。”可见其对诗歌的深切理会与领悟。由此,不仅看到诗人诗歌的相同之处,即“言志抒

情”,更重要的,是他能结合自身的写作经验觉察出诗人境遇差异对诗歌创作的深刻影响。贵州

独特的喀斯特地貌、独特的民族风情、独特的气候特征,以及独特的历史孕育出诗人独特的气

质,也必然造就出与中原迥异又独具特色的诗歌风格,并反映出西南边疆人民的特殊情感和特

殊风物。同时,傅玉书结合自己所熟悉的诗人的境遇与历史上的诗人进行比较研究,“愚考山人

乡举二年而明亡,当是时,车书未同,桂藩自粤入黔,尚记其叙,以诗证之,盖尝外莉令守,内列省

郎,再黜再起,难知引疾,是以忧世嫉俗,固不异子美之在唐。及海宇既一,人庆升平,而山人义不

复仕,躬耕养母,则又略似渊明。”他从时代背景、身世遭遇角度出发,把山人、桂藩与子美、

渊明进行比较,具体可感,充分表达了其对诗人诗歌与境遇变迁的关系这一诗歌理论的感悟。黄

万机在《贵州汉文学发展史》中指出:“贵州作家们生活在崇山峻岭之间,自幼感受着大山的雄

伟与奇崛之气,对其志趣和文学作品的风格气势,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黔中的地形地貌与繁华都会、江南水乡无法相比,但黔中雄奇险峻之美的“大山地理”却

是江南塞北所没有的。黔中诗人长期生长在这险峻雄奇的大山中,浸染着大山的灵气,大山的形

象、意蕴使诗人耳濡目染,逐渐熔铸出诗人坚毅顽强的性格特质,因此,黔中诗人之诗歌多具有

阳刚、奇崛的诗歌风格。郑珍对此进行过比较详尽的论述。他在《<播川诗钞>序》中说:“余

尝过桐梓,观大娄山,经其东南,曾盘崔嵬,蹙地隐天,草木烟云,郁郁苍苍,绵数百里莫测所蕴积

。意其穷深雄阔,塞明裂坤,地尊五岳之气,必有负玮抱者,或外来,或本产,出其精芒光焰,歌啸

恣肆乎其间,然后与兹山相称。......今阅吾友晓峰赵君《播川诗钞》,于余所言与兹山相称者

,乃始欣然谓若有可信。”(《贵州通志·文艺志》卷十六)在此,郑珍结合自己观赏大娄山的奇

崛景色的切身体验,得出《播川诗钞》就是贵州雄奇险峻山水孕育的结果。陈夔龙亦云:“吾黔

僻处万山中,去上京绝险远,风气号为陋啬,士生其间,率皆质直沉静,不屑屑走声逐影,务以艺

鸣于绮靡浮嚣之世。”(陈夔龙《<含光石室诗草>序》)黔中的“大山地理”培育了诗人“质直

沉静”的性格。同时,黔中的山水还孕育了诗人率真自然、野古浅直的特征。千百年来,黔中诗

人生活在这险峻而翠绿之山,清澈而透明之水的秀美环境中,涵养于纯朴本真的民情风俗里,较

少受到外界喧嚣都市虚伪造作之风的浸染,故人情质朴、真挚。因此,黔中诗人以抒发真情为诗

歌创作的至境,并以此品评诗歌的优劣高下。如万大章云:“顾率直不兢于侪辈,弃置十余年,

不复作,亦不复读。惟师友感事寄兴,情真语挚,悲壮淋漓,辄爱不释手,且不费诵习而自能历久

不忘。”(《贵州通志·文艺志》卷十七)万大章通过自己的阅读体会,道出了黔中诗歌以抒发

“真实”情感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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